
Sichuan Cultural Relics

077

山
东
邾
国
故
城
新
莽
铜
度
量
衡
器
铭
文
的
制
作
方
式

  NO.4   2022  TOTAL  224

摘要：2017 年山东邾国故城遗址出土了 8 件新莽铜度量衡器，每件皆有铭文，学
术价值重大，但对其铭文的制作方式，学界分歧较大。通过显微镜观察铭文特征，发现
其笔画上呈现出有鱼鳞状或台阶状痕迹、末端器表凸起、横截面及末端呈 V 字形、两
侧翻卷隆起、打磨线变形等 5 种显微形貌特征，与铭文的制作工艺有关。将这些特征与
模拟刻铭、模拟铸铭以及不同时代青铜器的铭文进行比较，可知该批铜器铭文应为刻制
而成，并非铸造完成。这对重新审视我国古代高超的金属刻制工艺技术有较大启发。

关键词：邾国故城；新莽时期；铜度量衡器；铸铭；刻铭

Abstract：The Ancient City Site of Zhu State is about 10 kilometers southeast of Zoucheng 
City, Shandong Province. The site is nearly rectangular, covering an area of about 6 square 
kilometers. There is a high platform at the center of the site, with an area of around 170,000 square 
meters, which should be the palace site, commonly known as the "imperial platform".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t used to be the capital of Zhu 
State, which was annihilated by the Chu State in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During the Qin-
Han period and Jin Dynasty, it became the seat of local government of the Zou County, and was 
gradually abandoned during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It had served as the capital city and county 
seat for about 1,100 years (614 BC-556 AD).

Eight pieces of weighing and measuring instruments from the Xinmang period (9-
23AD) were unearthed at the site in 2017. All the bronzes bear exquisite inscriptions related to 
Wang Mang's Reform, which are of great academic significance, however opinion differs on 
whether these inscriptions were made by engraving or casting. Through microscopic observation, 
th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inscriptions are as follows: traces in the shape of fish scale or 
stair in the stroke grooves of the inscriptions, protuberance on the surface at the end of the stroke 
grooves, V-shaped cross section of the stroke grooves, protuberance at both sides of the stroke 
grooves and deformation of grinding line. All the featur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of the inscriptions.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reason for the features, simulation experiments 
of engraving and casting are carried out. Meanwhile, observation of inscriptions on the bronzes 
of the Shang Dynasty,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Han Dynasty are also conducted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inscriptions on the bronzes of the Ancient City Site 
of Zhu State were made by engraving instead of casting, which is a revelation for us to re-examine 
the superb metal carving craftsmanship in ancient China. 

Key Words：Ancient City Site of Zhu State，Xinmang period，Bronze weighing and 
measuring instruments，Casting Inscriptions，Engraving Inscri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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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青铜器铭文制作主要有铸造法与刻制

法两大类，学界对铸铭的制作技术较为关注，长

期以来，提出了各种具体的实践方法，而对刻铭

技术的讨论则较少，以致难以确定某些器物铭

文制作方式为铸铭还是刻铭。2017年山东邹城市

邾国故城遗址出土了8件新莽时期的铜度量衡器

（图一）［1］，每件皆有铭文（图二），标注其

自重或八十一字“同律度量衡”诏书等与新莽改

制有关的内容。这是首次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也

是一次性集中发现数量和种类最多的汉代度量衡

器，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在随后举行的专家座谈

会上，一些专家认为该批铜器铭文为铸造而成，

也有一些专家持不同意见。该批铜器保存状况较

好，部分表面加工痕迹得以保留，为研究其铭文

的制作方法提供了可能。笔者使用显微镜观察其

铭文的形貌特征，并通过模拟实验和比较分析，

就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图一　邾国故城新莽铜度量衡器

1. 货版　2. 诏版一　3. 诏版二　4. 衡杆　5. 石权　6. 钧权　7. 九斤权　8. 三斤权

 图二　诏版一铭文局部

1. 可见光摄影　2. 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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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显微观察及结果

首先，根据文物保护修复基本原则对器物进

行清理工作，去除表面土垢及部分硬结物；接着

使用显微镜对每件器物的铭文逐字观察、测量并

拍照，重点观察保存情况良好、能真实反映其制

作工艺的文字，并记录铭文的形貌特征。显微观

察使用的仪器包括徕卡M80体视显微镜（可放大

7.5～60倍）和蔡司Smartzoom5智能型数码显微

镜（可放大11～1010倍）两种。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显微拍摄时倍率大、景深小，所以立体效果

表现力不佳，与光学显微镜下直接观察有较大 

差距。

通过显微观察，有以下5种现象值得注意。

（一）笔画上的鱼鳞状或台阶状痕迹

在部分铭文笔画凹槽底部和侧壁上，可以

清晰地看到鱼鳞状或台阶状痕迹。这些痕迹均极

细，很浅，或两三道或多道连续均匀分布，保存

状况好的可达连续十余道或更多。如九斤权的

“国”、货版的“金”、钧权的“律”“始”等

字（图三）。其中图三：2的三道痕迹位于笔画

转折处，由第①条线向第③条线渐次升高，呈台

阶状。

（二）笔画末端器表凸起

在多件器物铭文中发现笔画末端有器表凸

起现象。有的凸起非常明显，整体呈小山丘状，

靠近笔画的地方较高，向外逐渐降低至器表；有

的凸起呈较矮的平台状。如货版的“絮”字（图

图三　钧权“始”字的鱼鳞状和台阶状痕迹

1. 鱼鳞状痕迹　2. 台阶状痕迹

图四　笔画末端器表凸起现象

1. 货版“絮”字　2. 诏版二“帝”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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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铜”字，诏版二“虞帝始祖”之

“帝”字（图四∶2），钧权的“律”“朔”等

字均发现该特征。

（三）笔画横截面及末端呈 V 字形

该批器物未被锈蚀物覆盖或锈蚀物被清理

后的铭文，其笔画横截面均为底部或尖或略圆

钝的V字形（图五∶1），未见“凵”“∪”形

或口窄内宽（铸铭时因泥条堆塑而形成）。在部

分铭文笔画的末端，可见V字形痕迹，如钧权的

“律”字、货版的“泉”“铜”等字，且由于锈

蚀轻微，其V字两侧的边缘线极为清晰，V字底

角仅为45°左右。

钧权的“律”字多个笔画末端均可见V字形

痕迹，下半部有5处，上半部有4处，其底部为较

尖的锐角，但因垂直拍摄和景深压缩之故，照片

中V字呈现为钝角（图五∶2）。此外，该字同

时可见到多处连续鱼鳞状痕迹。

（四）笔画两侧翻卷隆起

在多件器物上可见铭文笔画两侧边缘向外

向上翻卷隆起，如九斤权、钧权、诏版二、货版

等。这些翻卷隆起部分宽窄不一、高低不同，沿

字的笔画两侧连续分布，多为黑色，稍加清理即

露出器物本体的金黄色，可知其并非锈蚀物或硬

结物，而是铜体本身。其典型代表是货版“泉”

字下半部中间的三道竖笔（图六∶1）及右下角

笔画转折处（图六∶2）。

（五）打磨线变形

除铜衡外，其他各器物表面未被锈蚀物和硬

图五　笔画横截面与末端呈 V 字形现象

1. 钧权“始”字笔画横截面　2. 钧权“律”字笔画末端

图六　货版“泉”字笔画两侧边缘翻卷隆起现象

1. 笔画两侧　2. 右下角笔画转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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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物覆盖之处，打磨线均清晰可见，在同一平面

上呈互相平行的直线，但部分器物打磨线不仅不

在同一平面，而且不是直线，有明显变形现象。

具体变形可分为两种类型，一为“绕行”变形，

二是变向抬升（且有的末端汇聚）。

1.“绕行”变形多发生在笔画末端。其打磨

线不是从凸起部分的顶部“越过”直线，而是从

凸起部分的外侧“绕行”而过，接着恢复成原来

的直线状态，如货版的“铜”字（图七∶1），

图中红色线条模拟了其下方“绕行”打磨线的 

形状。

2.变向抬升主要发生在笔画两侧翻卷隆起的

图七　器表打磨线变形现象

1. 货版“铜”字打磨线“绕行”变形　2. 货版“泉”字打磨线变向抬升　3. 货版“泉”字打磨线末端变向汇聚

图八　货版铭文形貌特征

附近，其打磨线在笔画两侧抬升，多数还明显变

向，且相邻的打磨线及笔画两侧的同一条打磨线

变向方向一致。笔画凹槽两侧的打磨线除变向抬

升部分之外，其余部分均能够一一对接成完好的

直线。这种现象在钧权及货版上较为普遍（图

七∶2）。为清晰起见，图七∶2中以三条红色线

分别模拟了其下方三条较粗打磨线的形状。实际

上，显微镜下可见其他打磨线的变向抬升均十分

明显。

变向抬升还有一种特例，即多条打磨线末

端汇聚到一起，这主要发生在笔画转折处，在货

版、钧权上均有发现。如货版的“泉”字右侧三

条互相平行的打磨线在接近铭文笔画凹槽时，开

始变向抬升并汇聚在一起（图七∶3）。

虽然该批器物表面及铭文凹槽大多被表面

硬结物和锈蚀物覆盖，导致很多工艺信息难以观

察到，但即便如此，上述5种现象也均非孤例，

二　对观察结果的理论分析

古代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方式以铸铭为主，

而是在多件器物上都有发现，具有足够的代表

性；若去除表面硬结物和锈蚀物，应能发现更

多相同现象。8件器物中，货版铭文数量最少，

仅有“黄金”“铜泉”“帛”“布”“絮”等7

字，但也可以看到上述所有现象（图八）。其

中，鱼鳞状痕迹在“金”字右侧第一个点左端清

晰可见；笔画末端器表凸起现象在“铜”“泉”

等 字 可 见 ； 笔 画 横 截 面 及 末 端 的 V 字 形 在

“布”“帛”“泉”字的中间和左边笔画上均可

见；笔画两侧翻卷隆起现象则在“黄”“金”等

所有字的笔画上清晰可见；打磨线变形现象在

“金”“铜”“泉”字笔画附近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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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铭较少。目前发现最早的刻铭案例为殷墟戚

家庄东M63出土的鼎、簋、觚、斝等［2］；东周

时期刻铭开始较多出现，如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的曾侯乙盘、曾侯乙尊，其铭文中的几个字就是

在铸铭后改刻而成［3］。在出土的历代刻铭铜器

中，不乏度量衡器，如西安高窑村发现的秦高奴

铜石权，其中二世诏文是“加刻”而成［4］；同

样“加刻”诏文的还有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商鞅铜

方升［5］。目前所见的刻铭多因其笔画粗率不规

整，以肉眼观察即可判断其为刻铭。反观邾国故

城遗址出土铜度量衡器，铭文精美秀丽，很容易

将其视为铸铭。但实际上，要判定其铭文各种形

貌特征的形成原因，不能仅仅依靠经验，而需要

从铸铭及刻铭的制作过程进行分析。

（一）铸铭的可能性分析

关于古代青铜器铸铭的具体制作方法，阮

元［6］、郭宝钧［7］、陈梦家［8］、松丸道雄［9］、

陈初生［10］、倪克鲁（Lukas Nickel）［11］、张昌

平［12］、岳占伟［13］、李峰［14］、张煜珧［15］等进

行过诸多讨论。其中岳占伟在文中对前人的观点

进行了梳理，总结而言，商周时期的铜器大多使

用陶模、陶范进行铸造，对于器物外表面的阴文

铸铭，可以通过模作法或范作法制作。前者需要

先在陶模上刻制阴文（或单独制作铭文模），再

翻于范上成为阳文，然后范与芯合体浇铸出阴文

铭文；后者需要在陶范上以减地法剔除多余部分

制作反书阳文铭（多数学者认为其实际可行性不

大），或直接在陶范表面以泥条堆塑出反书阳文

铭，然后浇铸出正书阴文铭。

从铸铭的工艺流程看，除笔画末端V字形刻

痕可以（而非必然）在模作铭工艺中形成于陶模

之上外，前述其他各项形貌特征均难以通过铸铭

的工艺流程形成。

（二）刻铭的可能性分析

铭文刻制的具体方法有錾（或凿）或运刀直

刻两种，前者使用小锤等工具敲击錾刀或凿子的

末端，使另一端在器表形成凹槽，后者则以手持

刀直接作用于器表。目前考古发现的錾制铭文，

其笔画如果一刀成形，往往一端宽一端窄，如果

笔画经多次錾制，则笔画宽度不均，且有明显的

接续錾痕。考古发现运刀直刻所形成的笔画一般

细而浅，笔画中间少有停顿，如战国时期青铜兵

器上即常见这种铭文。而邾国故城铜度量衡器所

显示的特征与上述两种有很大不同，应是与其制

作更精细、制作水平更高有关。

1.笔画上的鱼鳞状或台阶状痕迹

推测这种痕迹应是由刻制工具直接作用于铜

体而形成。由于青铜硬度较大，刻制时阻力大，

因此每道笔画难以一刀连续完成，而是需要在一

刀（或錾、凿）完成后有一个非常短暂的停顿，

然后再继续走刀，如此持续推进，就会留下鱼鳞

状刻痕或在转角处形成台阶状刻痕。

相反，如果为铸铭，从其工艺过程来看，

范作法中无论减地制铭还是泥条堆塑制铭，均不

可能形成此类痕迹。对于模作铭，其铭文及纹饰

皆是在陶模具有一定湿度时制作，由于其硬度较

小，使用竹木或金属刀具在陶模上刻字时，运刀

直行即可，正常情况下不会产生连续的鱼鳞状或

台阶状刻痕并通过翻范最终出现在铜器上。

2.笔画末端器表凸起及两侧翻卷隆起、笔画

横截面及末端呈V字形

制作铭文所产生的加工痕迹，除与所使用的

工具、加工方式有关外，还与其所使用的材质关

系紧密。如果材质硬而脆，则刻制时容易崩边，

出现不规则碴口；如果材质具有一定韧性，则可

避免这种情况；但如果材质过软则容易粘刀，使

刻制工具不易推进，如纯铜（紫铜）即是如此。

因此，所使用的材质必须具有适宜的韧性和硬度

才更适合刻制铭文。

扫描电镜-能谱分析表明，这批铜器为铜

锡铅三元合金，其锡含量约为6%～9%，多数样

本铅含量约为5%～13%（其中2个样本铅含量达

18%）。其中铜版较薄，而权、衡很厚，适量铅

的加入可以提高浇铸时的流动性和充型能力，减

少铸造缺陷，并改善成型后的切削加工性能。

正因如此，刻制工具在其中推进时，才不易粘刀

或崩边，并且由于刻制工具的挤压和推进，很容

易导致笔画末端器表凸起和笔画两侧边缘翻卷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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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并且在使用合适的刻刀及刻制手法时会使笔

画横截面和末端形成V字形。

3.打磨线变形

打磨线变形现象只有刻铭才能够解释。该

批器物为铸造而成，因此其打磨线一定是在铸造

成型后才出现的。如果铭文与器物一体制成，则

因为在平面上的打磨操作均是沿直线行进，遇到

笔画凹槽时会直线通过凹槽继续行进，而不可能

改变方向甚至汇聚在一起。同样，打磨线在遇到

器表凸起时，会直接从凸起的顶部越过后继续沿

直线行进，而不可能“绕行”凸起部分半圈，接

着再回到原方向继续行进（参见图七）。反之，

如果先有打磨线，再进行铭文刻制，则刻制时，

由于刻刀的带动和挤压，打磨线出现各种变形就

十分自然。因此，笔画凹槽与打磨线的出现顺序

可以借用考古地层学中的“打破”关系来表示，

即笔画凹槽“打破”了打磨线，说明铭文的出现

时间晚于打磨线，即铭文为器物铸造成型后刻制 

而成。

三　模拟实验及讨论

上述理论分析的合理性可以通过模拟实验加

以验证，模拟实验包括刻铭和铸铭两部分。

（一）刻铭实验

刻铭模拟实验使用牌号为ZCuPb10Sn10的现

代工业用铸造铜合金，其铅、锡含量均为10%左

右，与该批器物较为接近，其化学成分及机械 

性能如表一、表二所示。此外也使用了锡青铜

（牌号QSn6-6-3）、黄铜（铜、锌合金）作为

参考。

刻制工具使用普通市售小钢锤及碳素钢錾刻

刀，其中錾刻刀洛氏硬度为HRC60左右，刀头形

状有一字形、V字形、U字形等多种，较多使用

V形刻刀（图九）。

化学成分质量wt%

Cu Sn Pb Zn Ni 杂质总和

Min 余量 9.0 8.0 - - -

Max 余量 11.0 11.0 ≤2.0 ≤2.0 1.0

表一　ZCuPb10Sn10 合金的化学成分

表二　ZCuPb10Sn10 合金的机械性能

机械性能

抗拉强度
（MPa）

屈服强度
（MPa）

延伸率
（%）

硬度
（HBW）

≥220 ≥140 ≥5 ≥70

图九　V 形錾刻刀刀头示意图

实验时首先使用砂纸打磨原本光滑的铜材

表面，形成打磨线，然后刻制笔画，即笔画凹

槽“打破”打磨线。刻制使用两种手法，一是

运刀直刻，二是錾制，錾制即一手持刀，另一

手使用小锤敲击錾刻刀尾部，使刀头在铜材表面

渐次行进并形成笔画凹槽。所刻制的线条宽0.5

毫米左右，与该批铜器铭文笔画宽度基本一致

（0.4～0.6毫米）。在多种铜材上使用不同錾刻

刀錾制和运刀直刻的实验结果表明，虽然因材

质、刀头形状及刻制手法的不同导致其具体形态

略有差异，但其笔画凹槽底部和侧壁均可见明

显的鱼鳞状刻痕（图一〇∶1）以及V字形横截

面、笔画两侧翻卷隆起、打磨线变形等现象（图

一〇∶2）。实验时錾刻刀均左行；图一〇∶2拍

摄时使用纸筒进行了消反光处理，导致颜色发生

变化，实际颜色为金黄色。

图一〇∶2中的各种痕迹与前文所述邾国故

城铜度量衡器铭文的形貌特征极为接近，其中红

色线条模拟了其右侧第一个白色箭头附近多条

“绕行”打磨线的形状；而凹槽两侧的每一条

打磨线均发生变向抬升，且均指向錾刀前进的方

向，这也与邾国故城铜器的变形打磨线形貌特征

完全一致。

此外，我们还模拟了先有铭文笔画再打磨的

情况，即打磨线“打破”笔画凹槽的情况。结果

表明，与前文分析一致，其打磨线不会出现“绕

行”和变向汇聚现象，而且打磨线很容易将笔画

两侧的翻卷隆起部分打磨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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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铸铭实验

由于铸铭中的范作工艺难以形成本文第一部

分所述的各项特征，因此模拟实验仅模拟了模作

铭的情况。模作铭工艺流程中，由于铜器外表面

的阴文是通过外范翻制陶模上的阴文，并浇铸铜

液而成，所以陶模上阴文的特征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浇铸后的铭文特征，因此模拟实验时仅在用于

制作青铜器陶模的陶土上进行了模拟刻制，没有

实际进行浇铸。

用V形刀在全干、近干、半干等多种湿度

的陶土表面分别直接刻制文字笔画，观察其形

貌特征。结果表明，若使用合适的刻刀，其横

截面和末端均可呈V字形。若陶土较干燥，则刻

制笔画时，其末端和两侧会产生大量土屑，必

须将其清除才能进行后续的铜液浇铸工作（图

一一∶1），由此制成的铜器铭文不会产生末端

的明显凸起及笔画两侧的翻卷隆起。若陶土具有

一定湿度，则其笔画两侧会连续翻卷隆起，末端

器表也会产生凸起，其翻卷隆起与本文所观察

到铜器铭文的翻卷隆起形貌大同小异，但两者末

端器表的凸起却有较大差别。模拟实验中的笔画

末端凸起均不光滑，呈无规律的起伏不平状（图

一一∶2），若以此为模进行翻范，则最后浇铸

铜液所形成的笔画也不会如图四：1所示的凸起

表面那样光滑。此外，模拟笔画凹槽底部和侧壁

均十分光滑，未见鱼鳞状或台阶状痕迹。这些结

果均验证了前文的相关分析。

四　与其他青铜器铭文的对比分析

为进一步区分铸铭与刻铭的形貌特征差异，

图一〇　模拟刻铭实验

1. 模拟錾制笔画的鱼鳞状痕迹　2. 模拟錾制笔画的形貌特征

图一一　不同湿度陶土表面模拟刻制铭文

1. 较干陶土　2. 较湿陶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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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观察了多件商代和春秋时期青铜器上的族徽

与铭文（均被认为是铸铭），均未发现前文所述

的各种特征。相反，在被认为是刻铭的一些汉代

青铜器上，具有前述特征者则不乏其例。

如济南市长清区博物馆所藏双乳山西汉济北

王墓出土的一件六字刻铭铜钫，每一字的笔画末

端器表凸起及笔画两侧翻卷隆起均十分明显（图

一二）。经显微观察可知，其笔画横截面呈V字

形，部分笔画底部保存有鱼鳞状或台阶状痕迹，

如“斤”字左侧竖划（图一三∶1）。此外也有

明显的打磨线绕行变形现象，如“五”字左下角

笔画末端（图一三∶2）。 

此外，河北博物院所藏中山靖王墓出土的

铜钫（图一四∶1）、西安博物院所藏西安高窑

村出土的西汉昆阳乘舆鼎（图一四∶2）以及陕

西历史博物馆所藏茂陵丛葬坑出土的鎏金鎏银竹

节铜熏炉等器物（图一四∶3），其铭文笔画末

端凸起及笔画两侧翻卷隆起均十分明显。这些器

图一三　济北王墓铜钫刻铭显微观察

1.“斤”字鱼鳞状刻痕　2.“五”字末端打磨线绕行变形

图一二　济北王墓铜钫刻铭

（笔者自摄）

物铭文的笔画多是一端窄浅，另一端宽深，说明

其刻制过程是从窄浅一端入刀并向前推进至宽深

端，刻铭完成后未进行打磨。邾国故城新莽铜度

量衡器的笔画两端均无窄浅的入刀痕迹，究其

原因，应是出于文字整饬美观的考量，在入刀

处附近进行了反方向回錾补刀，或从线条中部入

刀、分别向两端走刀，从而形成了藏锋效果。这

图一四　同时期其它刻铭器物

（笔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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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很多秦、汉时期錾刻铜印藏锋的用刀法完全一 

致［16］。

实际上，无论是在秦、汉时期的刻铭文物

上，还是现代手工刻制的铜印章上，前述鱼鳞状

或台阶状痕迹以及笔画末端凸起、两侧边缘翻卷

隆起等特征均十分常见，在此不一一举例。

五　结论及余论

根据前文所述，可将各类器物铭文笔画的

形貌特征列举如下（表三）。可以看出，邾国故

城铜器铭文的形貌特征同模拟刻铭的特征完全一

致，与被认为是刻铭的其他汉代青铜器的铭文特

征也完全一致或十分接近，而与模拟铸铭有较大

差异，也与被认为是铸铭的商代及春秋时期的铜

器铭文有明显差异。据此判断，该批铜器为刻铭

的可能性较大。

此外，除单纯铸、刻两种方式外，铭文还

能通过铸后刻修制成。如前文所述，在器物表面

铸制阴文铭，可以通过在范上粘贴泥条或在模上

刻制来实现。对于前者，其铭文笔画凹槽的横截

面形态为口窄内宽（上窄下宽，略呈梯形），因

此无论怎样刻修，都不可能将其横截面修整为V

字形；除非刻制时大大增加槽深和槽宽，但这会

将原有的铸铭彻底消除，相当于完全重新刻制铭

文，也就失去了“刻修”的意义，因此这种方法

并不可行。对于后者，铭文凹槽横截面可以形成

V字形，但实际上为了在翻范后能够顺利脱模，

其凹槽的开口角度必须非常大，且深度明显较泥

条粘贴法形成的铭文浅（笔画结束时往往变得更

浅）［17］，为宽浅V形（或呈宽浅圜底状），这

与直接刻制的窄深V形判然有别。若在这种铭文

基础上进行刻修，很可能导致笔画凹槽变深、变

宽，也很可能导致其同一笔笔画宽度不一。该批

铜器铭文笔画宽仅0.5毫米左右，有的不足0.4毫

米，底角仅为45°左右，其横截面为窄深V形，

每一字的笔画均十分流畅，未见接续、断笔痕

迹。若其为刻修痕迹，那么必定也是将每一字上

每一笔画的宽浅凹槽均进行了全面刻修，从而彻

底消除原铭文的痕迹。而这批器物无疑是由高水

平的工匠进行制作，故采用这种费时费力且效果

不佳工艺流程的可能性很小。因此，该批铜器的

铭文应并非铸后刻修而成。

综上所述，尽管模拟实验并不完善，但通

过对其形貌特征的显微观察和分析比较可知，该

批铜器铭文应为刻制而成。若该结论不谬，则为

重新认识汉代金属刻制的工艺水平提供了重要参

考。一般认为，青铜器刻铭的笔画或粗率潦草，

或柔弱纤细，断笔、出锋较多，笔画不流畅，但

该批器物的铭文则与以往认识有所不同。这启发

我们，对铜器铸铭、刻铭的判断不宜仅凭肉眼观

察，而是应以其固有的显微形貌特征为依据。

铜器刻铭早在殷商时期就已出现，但其技术

发展比较缓慢，学界对其起源、发展、交流、传

播、具体技术等特征尚未开展系统梳理和研究，

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也应以其形貌特征为基本依

据。此外，从春秋晚期到秦汉时期，我国诸多地

　　　　器类
特征　　　

邾国故城
铜器

模拟刻铭 模拟铸铭
商、春秋
铜器

济北王墓
刻铭铜钫

其他汉代
刻铭铜器

鱼鳞状或台阶状刻痕 有 有 无 无 有 未观察

笔画末端器表凸起 有 有
有或无（取决于
干湿度）

无 有 有

横截面及末端呈V字形 有 有 有 无 有 未观察

笔画两侧翻卷隆起 有 有
有或无（取决于
干湿度）

无 有 有

打磨线变形 有 有 未实验 无 有 未观察

表三　各类器物铭文笔画特征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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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出现刻纹铜器，系使用坚硬而精细的金属工具

在铸造铜器表面錾凿或运刀直刻出纹样和图案，

这种铜器使用者地位较高，中原地区西汉晚期到

东汉早期是其发展的顶峰［18］，恰在新莽时期前

后，与本文所讨论铜器年代一致。这说明铜器刻

铭技术与刻纹技术之间可能具有某种联系，而对

于两者关系的探讨也需要以其铭文的显微形貌特

征为基础。

新莽铜权衡及诏版此前有过数次发现，如上

海博物馆所藏铜诏版和衡杆［19］、甘肃定西县秤

钩驿发现的8件铜器［20］、甘肃合水出土的1件紫

铜诏版［21］等。这些器物的发现和出土为研究西

汉末年王莽代汉并推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

史事件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但以往讨论多集中

于度量衡制度、单位、量值等方面，很少有关于

其制造工艺方面的研究。实际上，若能够对这些

器物开展系统的制作工艺研究，将有助于对其制

作地点及颁行方式的判断，也有助于加深对当时

手工业发展状况以及新莽王朝手工业政策的深入

了解，并可为手工业技术史、工艺美术史研究提

供新的资料。

附记：周原博物馆青铜范铸工艺研究所董子俊先生

为模拟实验提供了部分实验材料并给予了大力支持；上海

博物馆马今洪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

站岳占伟先生、济南市长清区博物馆马前伟先生、山东博

物馆卫松涛先生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帮助。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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